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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阿拉伯之春”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 进入 2011 年，从突尼斯开始的民众示威演变为地区性的“阿拉伯之

春”，阿拉伯世界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而且，这一运动迅速
影响到周边的非阿拉伯国家。目前，国内学界及时开展了对“阿拉伯之春”的研究，但关

注对象集中于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卷入运动的主要国家。

本期邀约的五篇论文从学界一般关注较少的领域展开研究。首篇 ( 作者黄民兴教

授》以历史比较视角探讨二战后土耳其外交的三次重大转折并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三种

重要政治思潮进行比较，以求藉此察观未来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方向。第二篇( 作者韩志
斌教授) 追溯卡扎菲上台后积极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失败历史及其深层原

因，从而揭示了当代利比亚政治的一个重要侧面。第三篇( 作者李福泉副教授) 集中研究
“阿拉伯之春”中唯一爆发大规模流血事件的阿拉伯产油国巴林的教派冲突。第四篇( 作

者蒋真副研究员) 深入剖析近年来伊朗国内政治骚乱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以及“阿拉伯之
春”开始后伊朗国内的暗流涌动，并探讨伊朗政局发展的地区影响和中国的对策。第五

篇( 作者王猛副研究员) 系统研究了与“阿拉伯之春”几乎同时发生的苏丹南北分立问题，

指出国家治理失败和美国因素是导致分立的重要内外因。五篇新作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

地认识当前西亚、北非形势的发展特征。

主持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黄民兴教授。

历史的轮回与帝国情结
———战后土耳其外交的三次转型与“阿拉伯之春”

黄民兴
(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奥斯曼帝国晚期曾先后出现过三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即大奥斯曼主义、泛伊
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凯末尔抛弃了上述

三种思潮。但在二战后，土耳其开始逐步背离凯末尔主义，其外交先后出现了三次重大转
折:从中立转向加入西方联盟，从偏重西方转向向中亚拓展，从偏重中亚转向向阿拉伯邻

国拓展。土耳其外交及内政的变化预示了“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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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近代奥斯曼帝国晚期曾经先后出现过三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即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

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它们对帝国的政策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诞生。共和国的创始人凯末尔从根本上抛弃了上述三种思潮，但在二战后，土耳其的

外交又先后出现了三次重大转折，而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可以用这三种思潮进行比附，从而加深我们对当

代土耳其外交内政、以至当今发展中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前景的认识。

一、近代奥斯曼帝国的三种政治思潮

自诞生以来，奥斯曼帝国一直是地中海区域和中东的强国，是 19 世纪后期欧洲的四大帝国( 德意

志、奥匈、俄国、奥斯曼) 之一。但是，近代晚期的奥斯曼帝国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既来自

新兴的欧洲强国，也来自帝国内部停滞的经济、僵化的政治制度和国内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除了开始现代化改革以外，帝国的统治者也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步尝试不同的内外政策，以加强帝国内

部的凝聚力，提高其国际地位和对外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先后出现了以下三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及相应政

策。

大奥斯曼主义———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帝国，其境内有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等不同宗

教的信徒，其中分布于巴尔干和小亚等地区的基督教徒在政治、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大奥斯

曼主义力图保全由土耳其人主宰的这个多民族帝国，其重心是保持对基督教的巴尔干地区的控制，从而

保持帝国的民族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奥斯曼帝国一直自认为是欧洲国家，并积

极参与欧洲国家的争夺，直到其力不从心为止。19 世纪初巴尔干基督教地区的先后独立标志着大奥斯

曼主义的彻底失败。

泛伊斯兰主义———巴尔干的独立意味着帝国基本上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素丹从此开始关注泛伊

斯兰主义，以加强对帝国境内和境外穆斯林的控制和影响。泛伊斯兰主义是贾马鲁丁·阿富汗尼最早

创立的，他指出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呼吁伊斯兰世界的统一。而素丹对此更多的是从政治上加以利用，

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政府努力以此笼络阿拉伯地区和中亚的穆斯林。

泛突厥主义———19 世纪俄国的鞑靼知识分子开始倡导泛突厥主义，它强调土兰是所有突厥人的祖

国，主张复兴突厥文化和民族，以作为对俄国统治的反制。这一思想传入奥斯曼帝国，在 20 世纪初青年

土耳其党上台后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其目的在于巩固土耳其人在帝国内的领导地位并加强对俄属中

亚突厥人的影响，结果却招致了阿拉伯人的反感，强化了泛阿拉伯主义。因此，泛突厥主义进一步瓦解

了泛伊斯兰主义政策。

二、重视欧洲和西方的外交政策: 大奥斯曼主义的幽灵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也宣告了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破产，凯末尔一

手创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放弃了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和对中亚的野心。同时，凯末尔也废除了素丹制和

哈里发制，在国内大力推行全盘西化改革，其改革涉及法律、社会风俗、经济、政治等许多方面［1］。在政

治上，凯末尔确立了“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原则。在外交上，土耳其与苏联保持了良好关

系，在二战中保持中立。

凯末尔政权的社会基础是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发展起来的世俗政治精英和军事精英，而土耳其共和

国在建国前后通过对凯末尔主义的官方认定，进一步把这一意识形态信条列为国家的宪政基础，西方学

者穆林森认为:“凯末尔主义的严格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教条已经在主导的国家官僚—威权机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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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化了。”［2］应当说，凯末尔主义的实施在当时的环境下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凯末尔的民族化、现

代化政策也存在着忽视库尔德人少数民族权益、脱离民众情感等隐患。

二战后，土耳其当权者在总体上延续了凯末尔的政策，即坚持国家发展的世俗方向和现代化方针，

但同时作出了重大调整: 在内政上，开始实行多党制和市场经济; 在外交上，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军事集团

( 北约) 和地区组织( 巴格达条约组织) ，并积极发展与欧共体的关系。同时，它也积极参与了欧洲的体

育组织，而不屑于与阿拉伯国家为伍。1949 年，土耳其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两国“长

期保持着以军事、情报合作为内容的隐性战略关系”［3］。这一倾向得到军方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

界的有力支持。西方把土耳其视为穆斯林国家现代化、世俗化、民主化的典范，同时也将其作为遏制苏

联扩张和阿拉伯世界激进思潮的桥头堡。

显然，土耳其的上述政策与当年重视欧洲的大奥斯曼主义有着某种类似性。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

以来，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库尔德人等问题上与西方逐渐发生摩擦，双方矛盾逐渐凸显，使上述政策受到

削弱。

三、向中亚挺进: 泛突厥主义的复兴

在冷战期间，虽然泛突厥主义作为官方政策已经被抛弃，但在土耳其民间仍有很大市场，一些组织

继续活动，并支持境外的泛突厥主义势力，如中国新疆的“东突”势力。

随着冷战的结束，高加索和中亚各国相继宣告独立，其中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五国的官方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土耳其由此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

中亚的战略位置、广阔市场和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对土耳其也很有吸引力。1989—1993 年任总统的

厄扎尔( Turgut zal ) 开始关注中亚，他的政策被称为是“新奥斯曼主义”( Neo － Ottomanism ) 的发

轫［4］( P119)。关于这一术语的来源有不同说法，一种是 1974 年希腊人描述土耳其军队进入塞浦路斯时创

造的，显然具有贬义［5］; 另一种说法则是土耳其学者、1991—1993 年任厄扎尔总统顾问的森格斯·坎达

( Cengiz Candar) 首先使用的，而“新奥斯曼主义”也被称为“第二共和国”［2］。坎达的概念反映出知识分

子的新思想，这一思想事实上已经偏离了凯末尔主义，它认为土耳其应当寻求穆斯林和突厥世界领袖及

欧亚大陆中心强国的地位，奉行基于奥斯曼历史传统和积极主动、多样化的外交政策［2］。厄扎尔因此

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国长城。”［6］此即土耳其的新“突厥政

策”。

此后，土耳其开通了通往中亚的航班，在中亚开设银行，向当地提供贷款、援助和奖学金，与中亚的

贸易额达数十亿美元，并向当地播出土耳其电视节目。1992 年，土耳其和中亚五国在安卡拉成立了突

厥伊斯兰六国语言文学联盟，计划实现中亚语言的拉丁化。五国还参加了土耳其倡议的中西亚经济合

作组织和突厥语国家元首不定期会晤等组织和活动。阿塞拜疆和中亚四个突厥语国家还废除了俄语字

母，转而采纳基于现行土耳其文的统一新拉丁字母。此外，土耳其也努力成为高加索地区和中亚油气资

源通往欧洲的通道。“疆独”和“东突”运动此时也突然强化。

除了中亚以外，土耳其也关注曾经是奥斯曼帝国属地的巴尔干地区，支持波黑内战中的穆族。无论

在中亚、高加索还是巴尔干，西方都相对缺乏历史上的联系，因此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在上述地区

势力的积极拓展有助于西方的进入，土耳其在事实上发挥了“桥梁国家”( bridge country) 的作用。

有土耳其学者认为，冷战后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手段上也有创新，它从冷战后单一的亲西方政策，

更多地转向强调多边主义的合作安全，即通过确立机制、仲裁冲突、多边外交和经济独立来实现本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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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目标［7］。

然而，好景不长，土耳其便发现自己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实现泛突厥主义的雄心。上海合作组织的成

立，俄罗斯国力的复苏及其在中亚突厥语各国的卷土重来，俄罗斯和伊朗对土耳其政策的敌视，中亚国

家保持独立外交的立场等等，都重挫了安卡拉的战略雄心［6］。另外，这一时期的土耳其政府很不稳定，

也影响到其外交政策的实施。

但土耳其的外交仍然在倾向欧盟与“泛突厥主义”之间摇摆［8］。1999 年，土耳其成为欧盟候选国，

然而，它的入盟申请不但迟迟未获批准，而且遭到了越来越多欧盟成员国反对。在巴尔干地区，随着欧

盟东扩的进展，土耳其发挥作用的余地也逐渐受限。

四、重返阿拉伯世界: 泛伊斯兰主义的复苏

由此，作为昔日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阿拉伯地区和并非奥斯曼领土的伊朗再次引起了土耳其的重视。

埃尔多安领导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以下简称“正发党”) 2002 年上台执政以

来，其外交出现了“中东化”倾向，成为“新奥斯曼主义”的全面实践。按照埃尔多安总理的外交政策顾

问( 后任外长) 、“新奥斯曼主义”的理论家、国际关系学者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 Ahmet Davutoglu) 的

说法，这是为了纠正向欧美一边倒的不平衡外交，而发展土耳其的“战略深度”，此即“战略深度主义”。

达乌特奥卢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除详悉国际关系学外，对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文化等学科

均有涉猎。他认为，20 世纪前半期的早期现代化人士( 暗指凯末尔等人) “力图通过民族或文明的自我

保存来抗击殖民列强的进攻”，但他们主张的世俗化是“对非西方社会的自我认知的威胁”，而 20 世纪

末的“文明复兴主义者”则要重新定义自身的本体论和历史的存在。而且，穆斯林文明不论是在哪个地

区还是民族中，其普世性表现为对共同的伊斯兰世界( 乌玛) 的承认，这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模式，并表现

为对殖民主义和现代性的共同回应。因此，作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继承人，土耳其具有明显的“战略深

度”和“地缘深度”，必须改善与具有共同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周边的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国家的关系，

主动影响上述地区的政治发展，以确保地区安全。当今的土耳其不再是“桥梁国家”，而必须担当“中心

国家”( central country) 的职责，在伊斯兰世界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改革重任的今天，土耳其将

发挥引领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历史作用［2］。

由此来看，达乌特奥卢的“战略深度主义”并非一时冲动的产物，而是冷战后面对西方的“文明冲突

论”和“历史终结论”的喧嚣，由东方的一些穆斯林学术精英经过深入思考而作出的理论回应。他本人

对西方的上述两种理论进行了批判，同时指出了美国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的虚妄。在正发党的多边

外交中，欧洲只是其中的一个领域，这意味着土耳其不再把加入欧盟视为外交战略中的重中之重，而更

加注重于确立地区大国的独立的外交大战略。土耳其认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和对西方的政治、安全领

域的战略意义使其不同于一般的欧盟成员候选国，因此必须以平等身份与欧盟进行谈判［7］。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新奥斯曼主义”，严格说是继承了奥斯曼帝国哈里发曾经推行过的“泛伊斯兰

主义”［6］。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除了思想上的探讨和前述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外，正发党“新奥斯曼主

义”外交的形成背景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发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独特的伊斯兰政治模式的成熟。早在二战后初期，土耳其就出现了伊

斯兰复兴的苗头。厄扎尔总统在任期间，曾提出“土耳其—伊斯兰”一体概念，认为土耳其民族主义与

伊斯兰教对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伊斯兰文化成为现代土

耳其国家“软实力”的来源之一［2］。在正发党之前，伊斯兰繁荣党曾于 1996—1997 年短暂执政，引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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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关注。正发党上台以来，维持了长期执政的势头，而土耳其并未出现如西方担忧的国家制度的“伊斯

兰”化，其民主体制继续发展，尽管有土耳其学者提出近年来这种势头已经减弱［9］。同时，土耳其学者

认为正发党属于土政坛上的中右派别，其支持者包括了保守的逊尼派、自由改革派、民主主义者和库尔

德人，这就保证了其拥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7］。

第二，主张凯末尔主义的军方和文官势力影响的下降。凯末尔一手建立的共和人民党和军方是坚

决捍卫凯末尔体制的主要力量。20 世纪 80 年代，军方曾多次发动政变。但 2002 年以后，由于伊斯兰

政党拥有雄厚的民间基础和出色的执政业绩，军方也无能为力。2007 年 4 月，正发党的居尔( Abdullah

Gül) 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举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胜出，随后共和人民党等党派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

5 月，宪法法院宣布该轮总统选举投票结果无效。这一事件被美籍土耳其学者塔斯平纳称为“司法政

变”［10］。但居尔最终当选成功。另据土耳其媒体披露，2002 至 2003 年间，土耳其的高级军官秘密制定

了代号为“大锤”的政变计划。2010 年 2 月，政府一举逮捕了包括土耳其前空军司令、前海军司令在内

的 48 名高级军官，粉碎了这些军官企图制造的政变阴谋［11］。所有这些事件证明了土耳其国内的政治

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这种转变可能代表了几百年来土耳其在现代化道路上进入了一个

历史的转折点。

第三，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近年来，土耳其的经济状况良好，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发展明星，名列世

界第十六大经济体、“新钻”国家之一。2010 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7350 亿美元，人均值突破 1

万美元，当年经济增长率达 8. 9%。2011 年，土耳其的外贸出口达到 13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2%［12］。

土耳其由此成为 20 国集团成员，其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而且，土耳其的国家软实力也在不断提升。根

据斯科尔科沃———安永新兴市场研究所的测算( 该排名考虑到移民、大学、传媒出口、政治自由、偶像力

量、公司、法治、入境游、二氧化碳排放率和公民参选率 10 个因素) ，2010 年土耳其的软实力在世界上排

名第 11，在伊斯兰国家中名列第一［13］。

第四，土耳其成为地区大国的雄心。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遗产，它始终难以真正摆脱帝国

的情结，也在孜孜不倦地谋求地区大国的地位。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及国际形势的变

化，使安卡拉的政治领袖产生了将国家建成地区大国的日益强烈的雄心。达乌特奥卢曾指出，土耳其的

地区作用是“确立秩序”。他在 2010 年的一次会议上甚至宣称，土耳其行动主义外交的适用范围是全

世界; 而到土耳其建国 100 周年的 2023 年时，土耳其将进入世界十大经济体，积极卷入所有全球事

务［7］。

第五，正发党的新外交在总体上得到本国和阿拉伯地区民众的支持。西方媒体倾向于认为正发党

的新外交只是该党领导人的心血来潮，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证明，土耳其民众的

外交取向是相当理性的。例如，在有关国家外交重点的提问中，多数民众选择的是经济利益，而非保护

穆斯林国家［7］。另据一项调查，阿拉伯地区的民众普遍欢迎土耳其的新外交。在约旦，民众对此的支

持率达到 45%，摩洛哥为 80%，黎巴嫩为 93%，沙特竟高达 98%［9］。

“新奥斯曼主义”外交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与周边各国积极改善在各领域的关系。为

此，2002 年正发党执政后，开始推行“零问题”的睦邻政策: 2004 年，接受了有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安

南计划; 2009 年 10 月，与亚美尼亚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 与希腊关系也有很大改善［14］。在阿拉伯地区，

土耳其主要发展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关系，并致力于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仲裁伊朗的核问题。其二，疏

远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尽管土耳其是美国的盟国，但在伊拉克和伊朗问题上，它并未完全追随美国

的政策，而土耳其民众的反美情绪尤其高涨。2007 年，土耳其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仅有 11%，而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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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4 年还有 28%［15］。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一向亲近西方的共和人民党也开始反感美国，因为后者

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和土耳其正发党［10］。

同时，土耳其也在新世纪之初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之后，逐渐拉开与犹太国的关系，如支持解除对

加沙的封锁，由于以色列袭击为加沙提供人道主义物资的土耳其船只而全面降低与以色列关系的等级

等。土耳其对欧盟的兴趣也明显下降，尤其是在欧洲遭受金融危机的情况下。2004 年，土民众有 70%

支持加入欧盟，到 2011 年仅有约 30%的人仍持这一想法［10］。但土耳其并未完全脱离西方。它仍然是

北约成员国，并保持与西方的密切的同盟关系; 在经济上，土耳其与欧盟关系密切，后者是其贸易和投资

的主要来源( 贸易占 42% ) ［16］。2011 年 8 月，土耳其外交部宣布，土耳其将根据北约导弹防御计划部署

一套早期预警雷达系统，而西方宣称其目的是对付伊朗［17］。

对于土耳其的外交新方针，西方的态度是复杂的。欧洲对土耳其宣称的“伊斯兰”身份感到担忧，

西方媒体上出现了有关“失去土耳其”的争论。不过，维基揭密披露的 2010 年 1 月 20 日美国驻土大使

馆的一份电报指出，土耳其外交的核心仍然是北约、与欧洲的关税联盟，尤其是加入欧盟的努力; 当今土

耳其外交是“传统的西方”倾向与“零冲突”和“新奥斯曼主义”外交的综合体; 事实上，“新奥斯曼主义”

外交几乎一事无成，并且导致了与一些相关国家的摩擦，而土耳其对希腊、亚美尼亚、塞浦路斯和库尔德

人的新政策对美国是有利的。然而，这份文件也暴露出美国的担忧，就是针对中东和巴尔干的“新奥斯

曼主义”外交可能会给美国带来问题［16］。

不过，“阿拉伯之春”开始后，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密切配合，支持当地民众的示威，致力于推动阿拉

伯国家的政治变革，并借机推销自己的伊斯兰政治模式，强化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充当地区政治的发

言人和领头人，尤其是加强与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下的埃及的关系，支持干涉叙利亚。这些做法大大缓和

了与西方的关系。

综上所述，战后土耳其外交的三次转型是土国内社会、政治、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变化的产物，而它

们对于我们探讨当前的“阿拉伯之春”具有重要启示。因为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和东西方文明的

交界处，是近代中东现代化的先驱之一，经历了较为典型的发展阶段。它所揭示的规律是: 在经历了长

期的西化改革之后，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走上了更加基于传统的现代化道路，或者说致力于寻

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的平衡。因此，在国际上有所谓“土耳其模式”的说法，但存在争议。笔者认为，

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道路必然不会完全与土耳其相同( 前者内部也存在不同类型) ，但上面归纳的基本规

律已经在此次“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有充分体现，那就是经历了基本上是世俗的政治运动之后，温和的

伊斯兰政党出人意料地在一些国家相继崛起，成为主导议会的力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未来阿拉

伯国家的发展走向。这可以说是“土耳其模式”的一种定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官方声明证明了这

一点:“不要把阿富汗的伊斯兰运动和塔利班等同于我们，如果你们要拿我们跟别国比较，你们可以把

我们与土耳其的正义发展党相比，跟他们一样，我们是与世界和谐相处的伊斯兰运动。”［18］当然，埃及军

方对穆兄会的最新打击说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道路仍然充满了诸多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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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pea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Complex of Empire: Three Transformations
of Turkey's Diplomacy after World War II and“Arab Spring”

HUANG Min-xing
(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there have been three important political trends，i． e． ，Pan － Ottoman-

ism，Pan － Turkism and Pan － Islamism． After World War I，Mustafa Kemal Ataturk，the founder of the Ｒe-

public of Turkey，gave up these ideas． But after World War II，Turkey began to deviate from Kemalism gradu-

ally，and there have been three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s of her diplomacy，i． e． ，those from neutralism to

joining the West alliance，then to the extension in the Central Asia，finally to the extension in the Arab neigh-

bours． The change of Turkish diplomacy and domestic affairs indicates the direction of the Arab countries after

“Arab Spring”．

Key words: Turkey; diplomacy; transformations; “Arab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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